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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是塑造民众认知、态度和偏好的重要因素。现有政策反馈研究
尚缺乏对政策设计特征如何影响公众反馈效应的讨论。论文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
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下同）的２１６份计划生育政策文件中
的生育调节要求构建了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三
轮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设计特征对民众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影响。研究
发现：（１） “独生子女”政策设计越严格，民众对政府干预个体生育的支持度
越高，民众期望的子女数量和男孩数量越低；但并未发现政策设计严格度对民
众的男孩偏好有显著影响。（２）政策设计通过影响民众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
生育偏好。（３）政策设计对民众的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影响会随着个体身份
差异（例如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而产生变化。这表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
策通过塑造民众的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削弱了传统的“多子多福”等观念。
综上，论文补充了对政策长期反馈效应和政策设计结构性特征影响的探讨，深
化了对政策塑造民众观念过程（服从———认同———内化）的讨论，也丰富了对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理解。在人口形势发生变化的当下，这启发决策者尽快建
立并完善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以扭转民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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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分析和引导民众偏好是政府明确服务方向和工作重心，进而提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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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重要基础。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不仅需要积
极回应民众诉求，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习近
平，２０２１），更需要能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科学引导民众期望和塑造民众
偏好，进而合理规范其行为。因此，基于中国各级政府丰富而广泛的政策实践
经验，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政策设计如何塑造民众的政策态度与偏好？回
答该问题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加深理解宏观政策与制度对微观个体政策态度与
偏好的影响，也有助于科学总结实践规律，评估和预测政策长期执行产生的政
治效应以及对政策后续走向的影响。

政策反馈理论（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ｈｅｏｒｙ）提供了理解政策塑造民众偏好过程
机制的重要视角。政策反馈理论提出，政策是塑造政治子系统和政治环境的重
要力量（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民众作为子系统内的重要参与者，其认知、态度与偏
好会受过往和当前政策的影响。而且，政策对大众的影响（即公众反馈效应）
是政策反馈效应最重要的政治后果之一（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政策设计是影响公
众反馈效应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政策设计规定的程序与规则和资源分配方
式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大众的态度与行为（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２；Ｐｉ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Ｓｏｓｓ，１９９９）。现有研究发现，政策设计的内容差异会导致公众反馈效应
存在差异（Ｂａｒａｂａｓ，２００９；Ｈｅｄｅｇａａｒｄ，２０１４）。那么，内容相同但特征不同的
政策设计是否也会形成差异化的公众反馈效应呢？

本文以中国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３年严格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特征的计
划生育政策为例，探究计划生育政策设计对民众的生育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
反馈效应，并进一步识别其作用机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探究相同制度背
景下同一政策领域中政策设计特征差异化影响的合适案例。第一，独生子女政
策的重要性、邻近度和能见度均较高，具有产生公众反馈效应的可能性。该政
策执行长达３０多年，且被赋予基本国策地位。同时，各级政府构建了完善的政
策体系和组织体系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生育行为，并通过各类媒介影响民众生
育观念。第二，独生子女政策设计同时具有中央一以贯之的“顶层设计”和地
方随时空变化的“因地制宜”两个特征，这意味着该政策设计的核心特征———
设计严格度存在时空差异。

本文对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３年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２１６份计划生育政
策文本进行编码，依据生育调节要求构建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并利用三轮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构建混合截面数据集。接着，
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和负二项回归识别了设计严格度与民众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
（包括偏好数量和偏好结构）的相关关系，并运用分步回归法检验了政策认同的
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政策设计严格度越高，民众的政策认同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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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其生育行为）越高，其生育偏好数量（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越
低，但并未发现政策设计对生育偏好结构（男孩偏好）的影响。第二，政策设
计通过影响民众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生育偏好。第三，政策设计的影响会随
着民众个体身份差异（例如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而产生变化。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政策反馈与生育偏好文献，指出
现有研究空白；第三部分解释政策设计影响民众政策认同和政策偏好的作用机
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描述本文选取的政策案例———中国的独生子女
政策；第五部分详细说明数据来源和实证模型；第六部分汇报基准回归结果并
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阐述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政策反馈是指“政策影响政治进而影响未来决策的过程”（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
自政策反馈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热点以来，探究政策的公众反馈效应
一直是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公众反馈效应是指政策对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
塑造效应（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２；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Ｍｅｔｔｌｅｒ （２００２）
基于Ｐｉ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提出的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构建了公众反馈效应框架：政
策设计与执行中的制度安排和资源分配会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个体的
政治态度与行为。其中，阐释效应是指政策设计规定的程序与规则以及资源分
配的过程与结果向个体传递政策信息从而塑造其观念与态度的过程；资源效应
是指政策通过分配资源来强化或弱化个体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２０１２；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２）。此后，众多学者试图基于上述机制探究各类政策领域中
发生的公众反馈效应。

并非所有的政策都能产生公众反馈效应，具有较高的可见度和邻近度是其
产生公众反馈效应的必要条件（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２００７）。可见
度（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是指政策分配成本和收益的能见程度；邻近度（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是指
政策与民众的距离，表示政策直接影响公众的可能性（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２００７）。
对普通民众而言，再分配型政策和管制型政策的可见度与邻近度通常较高。所
以，大量公众反馈研究聚焦于福利政策领域和刑事司法领域，包括公共援助
（Ｂａｒｎｅｓ ＆ Ｈｏｐｅ，２０１７）、医疗保险（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养老保险（郭磊，２０１８；
郭磊、胡晓蒙，２０１９）和住房保障（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等，以及司法接触
（Ｄａｖｉｓ，２０２１）、执法歧视（Ｍａｌｔｂｙ，２０１７）、移民监管（Ｃｒｕｚ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和医闹入刑（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１）等。

政策设计是指决策者对政策目标、工具、规则、程序和含义等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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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说明（Ｉｎｇｒａｍ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９３；Ｉｎｇｒ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是导致公众反馈效
应产生差异的重要因素（Ｄｏｌｓ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２；Ｓｏｓｓ，１９９９）。但
是，现有的公众反馈实证研究要么从宏观层面入手，检验政策投入程度或结构
（各国或地区在相同或不同政策领域中投入的资源）对民众政治态度或行为的影
响（Ｄｅｌｌｍｕｔｈ ＆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２０１８；Ｎｅｉｍａｎｎｓ，２０２０）；要么从微观层面入手，比
较政策实施后政策参与者与未参与者在政治态度与行为上的差异来识别公众反
馈效应（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２；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Ｗｅｌｃｈ，２００４）。这两种研究思路均缺乏对政
策设计特征的直接分析。尽管有少数研究探讨了不同政策设计形成的差异化公
众反馈效应，例如Ｂａｒａｂａｓ （２００９）对个人退休账户（ＩＲＡｓ）与健康储蓄账户
（ＨＳＡｓ）设计差异的效应分析；Ｈｅｄｅｇａａｒｄ （２０１４）对选择性政策、普遍性政策
和基于贡献的政策这三类设计的效应差异讨论。但是该类研究仍未对单一政策
设计特征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

探究政策设计特征的影响既能回应上述理论问题，也能彰显现实关切。以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例，其政策设计在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巨大
的时空差异。那么如何将这些政策设计的时空差异概念化，并进一步分析其对
民众生育观念的影响呢？分析这类问题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廓清政策设计特征
对公众反馈效应的影响，丰富政策反馈研究的分析视角，深化对长期反馈效应
机制的理解，也有助于在实践上增进对统筹“顶层设计”和“因地制宜”产生
差异化效应的认识，从而为下一步科学决策提供指导。

鉴于本文试图分析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特征对民众生育偏好的影
响，下文将简要总结针对民众生育偏好的研究。生育偏好是指个体的生育需求
和意愿，常用理想子女数或意愿子女数衡量（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１９９０）。影响生育偏好
的因素包括三类：一是个体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教育、性别
等）和个体认知因素（何兴邦等，２０１７；Ｍｉｌｌｅｒ ＆ Ｐａｓｔａ，１９９３）；二是家庭特
征，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和经济状况等因素，另外，家庭内部的代际传递效应和
示范效应以及经济支持都可能影响个体生育偏好（李婉鑫等，２０２１；黄静、李
春丽，２０２２；王晶、杨小科，２０１７；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１２）；三是环境情境，涉及国家
的政策体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各方面，例如生育政策转变（风笑天，
２０１８）、养老模式变化（王国军、高立飞，２０２１）、医疗保险扩面（王天宇、彭
晓博，２０１５）、教育体系进步（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２０２０）和户籍制度调整（杨华磊等，
２０１８）等。

尽管现有研究对影响民众生育偏好的因素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都未直接
探究生育政策的影响。部分学者尝试通过两种方式间接地识别生育政策效应：
一是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为背景，分析新政策下个体的生育偏好状况及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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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智雷等，２０２２）；二是以政策实施后果为背景，比较不同群体（例如独
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家庭等）的生育偏好差异
（于潇、梁嘉宁，２０２１；张晓青等，２０１６）。这两类研究均未直接讨论生育政策
设计是否以及如何塑造民众的生育观念，更缺乏对生育政策设计特征的关注，
而政策反馈理论则为我们从政策过程视角深化理解生育政策如何在长时间内影
响民众生育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理论机制

本研究关注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设计严格度，即核心要求程度越高，
设计越严格。从具体研究角度看，设计严格度是“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核心
特征。在“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政策目标指引下，生育调节要求是该政策设
计的核心内容，直接反映出其设计严格度。同时，在中央明确“严格一孩”的
总体要求下，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对生育调节要求进行调整，这使得设计严格
度呈现出时空差异。因此，设计严格度可能是影响生育政策反馈效应的关键因
素。从一般性角度看，设计严格度是体现管制型政策设计的核心要求程度的关
键特征。决策者常通过制定更为严格或宽松的政策来加强或减弱对民众态度与
行为的约束。这常见于环境保护（Ｄｅｍｉｒ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交通管制（Ｆｅ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金融监管（Ｌｅｅ ＆ Ｃｈｉｈ，２０１３）、出入境管理（Ｍａｓｓｅｙ ＆ Ｐｒｅｎ，２０１２）、
房地产调控（Ｊｉａｎｇ，２０２１）和疫情防控（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等管制型政策领域。
因此，探究政策设计严格度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管制型政策设计的公众反馈效应。

设计严格度主要通过两方面影响公众反馈效应：第一，不同严格度的政策
设计意味着向公众释放不同强度的政策信号。对普通公众而言，政策的一项重
要意义在于传递政治信息，从而促使公众根据这些信息调整政治观念（Ｌａｖｅｒｙ，
２０１４）。比如，政策通过对某些社会行为的限制或认可来提供关于社会可接受内
容的信息（Ｐａｃｈｅｃｏ，２０１３）；新的社会规范信号会促使目标群体改变其态度表达
（Ｋｒｅ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但是必须注意，政策信号传递并非均衡分布（Ｒｈｏｄｅｓ，
２０１５）。设计严格度是影响信号传递强度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基于对自身利益
的关切，公众和媒体会对更严格的政策保持相对更高的关注度，即政策可见度
更高；另一方面，更严格的政策设计会提高公众受政策约束或者与政策互动的
可能性，即政策邻近度更高。因此，设计严格度通过影响政策的可见程度以及
政策与公众的距离进而影响政策信号的作用强度，最终影响公众反馈效应程度。

第二，不同严格度的政策设计对公众而言也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违规风险和
成本负担。通常，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包含明确的政策激励与惩罚措施。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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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众会先评估违规风险以及权衡成本与收益，再表达其态度或采取行动
（Ｄａｒｃｙ ＆ Ｈｅｒａｔｈ，２０１１；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如果政策设计越严格，那么公众
的行为选择空间就会被压缩，其违规风险会上升。为避免潜在的违规风险与违
规成本，公众会逐渐表现出与政策要求一致的态度与行为（Ｃｒｏｓｓ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Ｆ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特别地，如果公众对政策的长期执行形成稳定预
期，那么他们会更快速地调整他们的态度表达和行为选择以避免长期风险。这
意味着政策对公众态度与行为的塑造效应将更为显著。综上，政策设计严格度
差异导致信号干预强度和违规风险程度差异，进而导致公众反馈效应差异。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例，其核心目标是控制人口数量，所以生育调节要求就
是衡量其设计严格度的核心指标。自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３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基本遵从中央“独生子女”要求的基础上对生育调节要求进行了数次调
整，包括增加“一孩半”“双独二孩”或“单独二孩”等要求。存在“时空差
异”的生育调节要求可能导致差异化的公众反馈效应。如果生育调节要求越严
格，那么政策信号对民众生育观念的干预程度越强。与此同时，面对与严格要
求相配套的奖惩措施，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约束力度也越强。在长期稳定的
政策塑造下，个体生育偏好会逐步与政策要求接近。另外，由于生育行为在家
庭和社会中受到广泛关注，所以生育政策对目标群体的反馈效应还会通过代际
传递机制和社会示范效应间接作用于更广泛的群体。最终，在直接机制和间接
机制的双重作用下，独生子女政策形成长期反馈效应，塑造了公众的生育偏好。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政策设计严格度越高，个体的生育偏好与政策目标要求越一致。
政策塑造民众态度与偏好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历经“服从———认

同———内化”的过程。在政策执行初期，个体出于违规风险和成本的考量而选
择遵从政策。随着政策信号持续干预以及个体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个体
逐渐趋向于认可政策对个体行为的干预以避免长期性认知失调（Ｏｌｓｏｎ ＆ 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５）。最终，在政策反馈效应的作用下，个体自觉地建立起与政策目标相一致
的期望设定或价值追求。特别地，政策的长期执行为上述机制的发生提供了时
间上的可能性和效应上的必然性（Ｐａｃｈｅｃｏ，２０１３）。所以，长期公众反馈效应
的发生机制可能是，政策设计通过塑造民众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
就独生子女政策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生育信号干预和规则约束下，民众逐步接
受了政府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干预，并表现出与政策目标更为一致的生育偏好
（见图１）。因此，本文提出假设２和假设３。

假设２：政策设计严格度越高，个体对政策干预的认同程度越高。
假设３：政策设计严格度通过影响个体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生育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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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政策情境———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本研究以中国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
方面：第一，该政策具有产生长期反馈效应的足够实施时间。自１９８０年９月党
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起，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立。直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全面放开“单独二
孩”，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束（李朔严、张克，２０１６）。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长达３０多年，其反馈效应具备充分时间显现。

第二，该政策具有产生公众反馈效应的高邻近度和高可见度特征。一方面，
该政策通过严格规定“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直接限制生育数量，同时辅
之以技术性工具的运用（如婚前检查、避孕技术和绝育手术等）和政策性工具
的运用（如颁发准生证、独生子女光荣证，征收社会抚养费，宣传“只生一个
好”“生男生女一个样”等）。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建立各级计划生育机构以确
保该政策的实施，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委员会、学术研究机构和新
闻媒体等，并建立起一票否决制和主要领导负责制等制度体系和计划生育法规
体系。总之，完备的政策体系和机构体系从各方面将个体纳入到政策场域中。

第三，该政策设计的核心特征（设计严格度）存在时空差异。总体而言，
独生子女政策设计兼具中央“顶层设计”与各地“因地因时制宜”的特征。自
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３年年底，在全国主要保持“独生子女”核心要求的情况下，中
央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当地人口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不同
时期对生育调节要求进行局部微调。如表１和表２所示，一方面，生育调节要
求存在纵向时间变化。以广东省为例，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年底，广东省各地普遍允
许农村统筹安排生育两个孩子。到２１世纪初，政策趋严调整为“只生育一个子
女”。另一方面，生育调节要求存在横向空间差异。以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
省）和常住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省）为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较广东允许
农村统筹安排生育二胎，河南严格要求“只生育一个子女”。另外，河南也是全
国最后放开“双独二孩”的省份。综上，独生子女政策是探究单一制度下相同
政策领域中不同设计特征导致公众反馈效应差异的合适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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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广东省计划生育安排

名称 实施时间 生育调节要求 其他政策安排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１９８０ ０２ ０２ 晚婚、晚育、少生
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
议纪要 １９８２ ０９ １７ 晚婚、晚育、少生 一孩半（农村）

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
议纪要 １９８４ ０６ １２ 晚婚、晚育、少生 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１９８６修订） １９８６ ０５ １７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统筹安排生育

两个（农村）
……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１９９８修订） １９９８ ０１ ０４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２０１４修正） 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７ 独生子女 单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资料来源：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计划生育全书》、１１０网法规库。限于篇幅原因，部分
计划生育条例未在表格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表２　 河南省计划生育安排

名称 实施时间 生育调节要求 其他政策安排
《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
暂行规定》 １９８１ ０７ 独生子女

《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
工作的通知》 １９８４ ０５ ０７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农村）

《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 １９９０ ０７ ０１ 独生子女 一孩半（农村）
…………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２０１１修正） ２０１１ １１ ２５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２０１４修正） ２０１４ ０６ ０３ 独生子女 单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资料来源：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计划生育全书》、１１０网法规库。限于篇幅原因，部分
计划生育条例未在表格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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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来源与分析模型

（一）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检验政策设计严格度（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ｒｉｃｔｎｅｓｓｉｔ）对民众生育政策的认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ｔ）（见公式１）和生育偏好（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ｔ）（见公式２）的
反馈效应。接着，借鉴Ｂａｒｏｎ和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的设计思路，采用分步回归法检
验政策认同（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ｔ）的中介效应（见公式３）。三组模型均加入可能影
响个体生育观念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省份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Ｘｉｔ），并加
入省份固定效应（φｐ）和时间固定效应（ｖｔ），ε ｉｔ是模型误差项。模型设定如下：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ｔ ＝ α０ ＋ α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ｉｃｔｎｅｓｓｉｔ ＋ α２Ｘｉｔ ＋ φｐ ＋ ｖｔ ＋ ε ｉｔ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ｔ ＝ β０ ＋ β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ｉｃｔｎｅｓｓｉｔ ＋ β２Ｘｉｔ ＋ φｐ ＋ ｖｔ ＋ ε ｉｔ （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ｔ ＝ γ０ ＋ γ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ｉｃｔｎｅｓｓｉｔ ＋ γ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ｔ ＋ γ３Ｘｉｔ ＋ φｐ ＋

ｖｔ ＋ ε ｉｔ 　 （３）
（二）变量说明
１ ． 被解释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ｔ表示民众对政策干预的认同，在理想情况下，应直接询问受

访者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认同或支持程度。但是在收集各个全国代表性调查
数据后，发现只有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自２０１０年起询问过受访者对政
府干预个体生育行为的态度：“生多少孩子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
意吗？”在２０１３年年底后，全国生育调节要求一致调整为全面放开“单独二
孩”。因此，研究仅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三轮调查数据，并基于上
述问题近似测量受访者对独生子女政策干预的认同程度。回答为从“完全不同
意”到“完全同意”的１—５分里克特量表，对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处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ｔ表示民众的生育偏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控
制人口数量，所以主要使用“期望子女数”测量个体的生育偏好。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三轮调查询问受访者“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
子？”为排除异常值干扰，参照于潇和梁嘉宁（２０２１）的做法，本文将６个及以
上的理想子女数进行合并，最大值设置为６。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生育调节要求与
对汉族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剔除了少数民族样本。另外，扭转生育性别观念
（生男生女一个样）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目标。所以，研究还构建了“期望
男孩数”和“男孩偏好”两个变量测量个体的生育偏好结构。其中，“期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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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数”主要依据问卷中询问受访者希望有几个男孩进行编码，回答“无所谓男
孩女孩”编码为０；“男孩偏好”为虚拟变量，将受访者明确回答希望有１个及
以上男孩编码为１，否则为０。
２ ． 关键解释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ｉｃｔｎｅｓｓｉｔ表示政策设计严格度，主要通过对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间２１６份政策文本中的生育调节要求进行手动编码来测量。
生育调节要求规定了各类情况下允许个体生育的子女数。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
核心内容，它最直接地体现出政策设计的严格度。具体的处理过程如表３所示，
依据生育调节要求中对“统筹安排生二孩”“单独二孩”“双独二孩”“一孩半”
和“严格一孩”的设定，将设计严格度划分为１ － ５级，级别越高则设计严格度
越高。最后，使用历年设计严格度的均值作为关键自变量。政策文本以计划生育
条例为主，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和１１０网法规库。

表３　 “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设定
变量名 生育调节要求 严格程度

设计严格度

严格执行独生子女 ５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４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单独二孩 ３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单独二孩 ２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允许生二胎（农村）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控制变量
依据文献梳理部分，本研究控制了影响民众生育偏好的三组变量，一是个

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居住在城镇、是否信教、是否结婚、受教育程
度、个人年收入、是否中共党员、住房面积、住房产权是否自己所有、健康状
况、是否非农户籍、是否工作、是否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以及个体对当下
和未来社会地位的认知，等等；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年收入、房产数量、
是否有小汽车等；三是省份特征，包括人均ＧＤＰ、二产和三产占比、财政支出、
外商直接投资、居民消费水平和总人口数等。第一、二组变量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三轮调查数据，第三组变量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避免
不同调查轮次差异的影响，控制了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两个年份的虚拟变量；为
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自然地理特征或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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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期望子女数 ３１４５５ ２ ０２ ０ ９２９ ０ ６

期望男孩数 ３１６０８ ０ ８５７ ０ ７１ ０ ６

男孩偏好 ３１６０８ ０ ７０９ ０ ４５４ ０ １

政策认同度 ３１７８５ ３ ６０１ １ １３９ １ ５

设计严格度 ３１８７１ ３ １５２ ０ ６０３ １ ４ １１７

住在城镇 ３１８７１ ０ ６１４ ０ ４８７ ０ １

女性 ３１８７１ ０ ４９９ ０ ５ ０ １

年龄 ３１８６８ ４６ ７６１ １６ １３５ １４ ９６

信教 ３１８６５ ０ ０３３ ０ １８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３１８６４ ２ ２５１ １ ２４３ １ ５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２８２８８ ８ ４６７ ３ １３５ ０ １６ １１８

中共党员 ３１７７４ ０ １１７ ０ ３２２ ０ １

住房面积（平方米） ３１４２６ １０９ ３７８ ７９ ５５７ ４ １０００

住房产权自己所有 ３１７９５ ０ ４９７ ０ ５ ０ １

健康状况 ３１８５４ ３ ６２５ １ ０９１ １ ５

非农户籍 ３１８６８ ０ ４７８ ０ ５ ０ １

有工作 ３１８６５ ０ ４０４ ０ ４９１ ０ １

医疗保险 ３１６７４ ０ ８８６ ０ ３１７ ０ １

养老保险 ３１１２８ ０ ６０３ ０ ４８９ ０ １

现在的阶层认同 ３１７４１ ４ １７４ １ ７０２ １ １０

１０年后的阶层认同 ３１２３８ ５ ２１４ ２ ０７６ １ １０

结婚 ３１８４７ ０ ８９９ ０ ３０２ ０ １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２７９４５ １０ ２４１ １ ３４７ ０ １６ １１８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３１７２１ １ １０２ ０ ５５６ ０ １０

家庭有小汽车 ３１８２８ ０ １４１ ０ ３４８ ０ １

人均ＧＤＰ （万元） ３１８７１ ４ ５２３ ２ １５８ １ ３１２ １０ ０１

三产占比（％） ３１８７１ ４２ ９８４ １０ １６４ ３０ ７ ７９ ５

二产占比（％） ３１８７１ ４７ ７２５ ７ ９８３ １９ ７ ６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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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财政支出（百亿元） ３１８７１ ３８ ２８８ １５ ５０９ ５ ５７５ ８４ １１

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 ３１８７１ ９５ ９１４ ８０ ６９６ ０ ６１１ ３５７ ５９６

居民消费水平（千元） ３１８７１ １５ ５９ ８ １４９ ５ ８７９ ４０ ２７

总人口数（百万） ３１８７１ ５３ １８５ ２６ ６６６ ５ ６３ １０６ ４４

２０１２年 ３１８７１ ０ ３３７ ０ ４７３ ０ １

２０１３年 ３１８７１ ０ ３２８ ０ ４７ ０ １

注：剔除少数民族样本，将大于６的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合并为６。将大于１０００的
住房面积合并为１０００。对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
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等１ － ５级。健康状况为１ － ５级，数值越
大表明越健康。阶层认同为１ － １０分，分值越大表明自我认为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省份特
征变量经过匹配处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六、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５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总体上支持了上述三个假设，并得出一些新发

现。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因变量为政策认同，采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
（３）和模型（４）的因变量为理想子女数，采用负二项回归，其中模型（４）检
验了政策认同的中介效应。与模型（２）相比，模型（１）未控制省份固定效
应，以此检验模型系数是否存在因为统计“分隔”（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即虚拟变量过多
几近完美预测因变量）导致估计系数过大或过小的问题（Ｒａｉｎｅｙ，２０１６）。所有
模型均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三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设计严格度与个体
的政策认同显著正相关，与个体的期望子女数显著负相关：设计严格度增加１个
单位，个体支持政府对其生育行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至少增长７ ３％ （ｐ ＜ ０ ０１）
（模型２中的优势比过大，应是统计“分隔”导致的估计偏误），个体的期望子女
数发生率比率预计会减少３３ ６％ （ｐ ＜ ０ １）。而且，政策认同的中介效应也得到
支持（ｐ ＜ ０ ０１）。进一步地，本文采用Ｒ语言中的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ｆｉｇｈｉ ＆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２０１１）程序包计算政策认同的置信区间，９５％的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０１９４７９７９９，
－ ０ ０００６００４２６１），这再次支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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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对民众生育偏好数量的影响

变量名

政策认同 期望子女数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ｏｇｉｔ ｏｌｏｇｉｔ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ＯＲ （Ｓ Ｅ ） Ｏ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政策认同
０ ９８３

（０ ００）
设计严格度 １ ０７３ ８０ ４８１ ０ ６６４ ０ ７００

（０ ０２） （８５ ２０） （０ １６） （０ １７）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ｎａｌｐｈ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常数项
１ ３４８ １ １５５

（１ ５８） （１ ３５）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４９１６ ２４９１６ ２４７４４ ２４７０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２３２

ＡＩＣ ６７９５５ ４７ ６７１０２ ６４ ７０４３５ ３７ ７０２９８ １

ＢＩＣ ６８２３１ ６６ ６７６１４ ４ ７０９２２ ３５ ７０７９３ １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ｄｆ） ８４０ ３２ （３０） １６６３ ９７ （５９） ３９５２ ２３ （５９） ４０００ ８１ （６０）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ＯＲ表示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ＩＲＲ表示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

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除严格控制生育子女数量外，独生子女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倡导是“生男生
女一个样”。各级计划生育机构一方面通过宣传“生男生女一个样”，试图扭转
民众生育男孩的偏好；另一方面通过严厉打击非法胎儿鉴定、非法人工终止妊
娠、溺婴和弃婴等违法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抑制民众生育男孩的偏好。在“软
倡导”和“硬约束”的长期作用下，民众的生育偏好结构可能发生改变。在表
６中，将因变量分别替换为期望男孩数和男孩偏好。鉴于前文所提到的统计“分
隔”，接下来的逻辑模型将不再加入省级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设计严格度
增加１个单位，个体的期望男孩数发生率比率预计会减少８７ １％；当个体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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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干预生育行为表示认同时，其期望男孩数发生率比率预计会减少３ ５％ ［见表
６模型（１）、模型（２）］。在模型（３）、模型（４）中，设计严格度系数不显
著，表明并未发现政策设计严格度对个体男孩偏好有影响。

表６　 对民众生育偏好结构的影响

变量名

期望男孩数 男孩偏好
（１） （２） （３） （４）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ＯＲ （Ｓ Ｅ ） ＯＲ （Ｓ Ｅ ）

政策认同
０ ９６５ ０ ９２８

（０ ００） （０ ０１）
设计严格度 ０ １２９ ０ １４０ ０ ９８１ ０ ９８３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３）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ｎａｌｐｈ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常数项
３２ ６３６ ２６ ６７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７４ ３５） （６０ ６７） （０ ０１） （０ ０１）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２４８２６ ２４７８６ ２４８２６ ２４７８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３７１

ＡＩＣ ５２９２６ ２４ ５２７９９ ９７ ２８９７３ ０５ ２８８９６ ８７

ＢＩＣ ５３４１３ ４２ ５３２９５ １７ ２９２２４ ７６ ２９１５６ ６４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ｄｆ） ２９９４ ４４ （５９） ３０６３ ６２ （６０） １０５７ ７０ （３０） １０８１ ７４ （３１）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ＯＲ表示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ＩＲＲ表示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

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城乡异质性
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城乡差异可能导致反馈效应差异化。城乡二元管理体

制长期影响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陆益龙，２００８），进而可能影响政策的公众反
馈效应。下面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设计严格度与非农户籍的交互项以识别户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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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政策设计效应的影响。对生育偏好数量的检验结果如表７模型（１）至模型
（３）所示，设计严格度与非农户籍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均显著，表明设计严
格度增加，相比非农户籍群体，政策设计对政策认同的正面效应和对期望子女
数的负面效应在农业户籍群体中更强。对生育偏好结构的检验结果如模型（４）
至模型（７）所示，设计严格度与个体的期望男孩数负相关，交互项（设计严格
度与非农户籍）与个体的期望男孩数正相关。这表明设计严格度增加，相比非
农户籍群体，农业户籍群体期望男孩数发生率比率下降更多。另外，回归结果
仍未发现设计严格度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综上，政策设计对
个体政策认同、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的反馈效应存在城乡差异，而且对农
业户籍群体的反馈效应更强。

表７　 对民众生育偏好数量的影响

变量名

生育偏好数量 生育偏好结构
政策认同 期望子女数 期望男孩数 男孩偏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ｏｌｏｇｉｔ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Ｏ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ＯＲ

（Ｓ Ｅ ）
ＯＲ

（Ｓ Ｅ ）
政策认同 ０ ９８３ ０ ９６５ ０ ９２８

设计严格度 １ １０７ ０ ６５４ ０ ６９０ ０ １２６ ０ １３７ ０ ９６８ ０ ９７１

设计严格度×
非农户籍 ０ ９２２ １ ０２３ １ ０２２ １ ０３７ １ ０３７ １ ０３３ １ ０３０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ｎａｌｐｈ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常数项 １ ３９６ １ １９４ ３４ ４８１ ２８ ０８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２４９１６ ２４７４４ ２４７０４ ２４８２６ ２４７８６ ２４８２６ ２４７８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３７１

注：ＯＲ表示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ＩＲＲ表示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双尾）。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
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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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少数民族”样本的安慰剂检验
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民族差异也可能导致反馈效应差异化。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生育调节要求明确区分民族差异，即汉族人口适用独生子女要求，
少数民族人口被允许生育二胎及以上数量。因此，预计独生子女政策对少数民
族群体的反馈效应微弱。下面以ＣＧＳ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三轮调查中的少数民
族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对少数民族群体生育偏好数量和生育偏好结构的检验
结果如表８所示。模型（１）中设计严格度与民众的政策认同存在显著负相关关
系：设计严格度增加１个单位，个体支持政府对其生育行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至少降低２５ ２％（ｐ ＜ ０ ０１）。这表明在针对汉族人口的生育调节要求越严格的
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反而更不认同政府对其生育行为进行干预。模型（２）、模
型（３）中设计严格度的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表明其与少数民族个
体的期望子女数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模型（４）至模型（７）的结果也表明设计
严格度与少数民族个体的期望男孩数和男孩偏好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支
持了上述设想。

表８　 对少数民族群体生育偏好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变量名

生育偏好数量 生育偏好结构
政策认同 期望子女数 期望男孩数 男孩偏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ｏｌｏｇｉｔ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ｎｂｒｅｇ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Ｏ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ＩＲＲ

（Ｓ Ｅ ）
ＯＲ

（Ｓ Ｅ ）
ＯＲ

（Ｓ Ｅ ）
政策认同 ０ ９７９ ０ ９５５ ０ ８９２

设计严格度 ０ ７４８ ０ ５５５ ０ ５２２ ０ ５８０ ０ ４９１ ０ ９８１ ０ ９６９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ｎａｌｐｈａ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常数项 ０ １８５ ０ ２４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０ ０ ２４３ ０ ４４１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２３１２ ２３１４ ２３０６ ２３１４ ２３０５ ２３１４ ２３０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４９４ ０ ０５０１ ０ ０６４２ ０ ０６５６ ０ ０５３３ ０ ０５６２

注：ＯＲ表示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ＩＲＲ表示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双尾）。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
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４·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５



七、结论与讨论

基于政策反馈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年底实施的以“独生子
女”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民众生育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影响。本文
的主要结论和贡献如下：第一，在政策反馈理论方面，发现政策设计越严格，
目标群体的个体政策认同程度越高，其偏好与政策要求也越一致。而且，政策
设计通过塑造个体的政策态度影响其偏好水平。此外，政策设计的反馈效应也
会随个体身份差异（例如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发生变化。总之，在中国单一
制度情境下，对生育政策设计特征导致的差异化反馈效应的探究，增进了对政
策设计如何影响反馈效应的理解，深化了对长期反馈作用机制（服从———认
同———内化）的认识，也丰富了对不同国家情境和不同政策领域中反馈效应的
探究。另外，就适用性而言，设计严格度是管制型政策设计的核心特征，因此
本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其他管制型政策设计对民众的长期反馈效应。但是，
对于那些旨在向民众提供福利而非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政策（例如各类福利政
策）而言，本研究对于设计严格度的讨论可能不再适用。未来可继续探究不同
类型政策设计的不同特征对反馈效应的影响，也可探索政策反馈效应的路径机
制，例如通过影响个体的内外部政治效能感进而影响其政治态度和行为（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第二，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首先，发现设计严格度与民众的期望子女数
负相关。这表明，民众已逐步接受政府对其生育行为的干预，并适应性地调整
其生育偏好以契合政策要求。这支持了部分人口学者的判断：计划生育不仅会
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还会塑造其生育观念（风笑天、张青松，２００２；石贝贝
等，２０１７）。其次，发现设计严格度与民众的期望男孩数负相关，但与民众男孩
偏好无显著相关关系。这表明虽然计划生育政策扭转了民众“多子多福”的生
育观念，但是并不能说明该政策对民众“儿女双全”观念有显著改变作用。可
见，相比生育偏好数量，民众的生育偏好结构更难被政策改变（风笑天、张青
松，２００２；贾志科、吕红平，２０１２）。最后，还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对农业户籍群
体的反馈效应更强。因为非农户籍个体的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长期低于农
业户籍个体（侯佳伟等，２０１４；姚从容等，２０１０），所以政策对非农户籍群体的
反馈效应可能存在“天花板效应”。总之，区别于使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等学科发展出的理性行动理论、社会网络理论（Ｋｏ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生育经
济理论（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０）、代际传递理论（Ａｎｄｅ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计划行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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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Ｍｏｒｇａｎ ＆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２０１１）和偏好理论（Ｈａｋｉｍ，２０００）等，本文从政策
过程视角为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新发现。未来可从如何扭转生育偏好
结构角度出发，探究计划生育政策对改变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第三，在实践启示方面，研究表明，经过历时３０多年的政策实施，独生子
女政策已深刻塑造了民众的政策态度和生育观念。这启示决策者：当上个时期
的政策观念已深入人心时，放松政策限制或进行局部政策激励产生的长期效果
有限。这与人口学者对近年来数次生育政策调整效果的论断一致：短期来看，
“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能产生正向的生育反弹效应；长期来
看，受婚育观念变迁影响，上述政策的政策效应有限（王广州，２０１７）。基于长
期公众反馈效应的形成机制，为应对潜在的人口结构危机（“少子老龄化”和
“性别结构失调”），新时期建立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应
自觉承担起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主体责任。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下，
民众在心理上已认同政府对其生育行为的干预。这种心理会延续到下一个时期，
影响新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政策宣传，通过营造鼓
励生育的政策氛围继续增强民众的政策认同；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提供和改善生
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以回应民众期望。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６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１７
个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要求“完
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从明确
政策导向到构建政策体系，鼓励生育的国家行动正稳步前进。当然，考虑到新
政策体系建立和反馈效应形成时间，以及再分配政策（鼓励生育）与管制型政
策（计划生育）的作用机制差异，推动民众生育观念再次转变的过程或许是漫
长的。二是继续保持中央统筹“顶层设计”与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设
计安排。既要充分发挥好中央统筹全局的能力，自上而下建立起覆盖生育政策
宣传、生育补贴与奖励和妇幼保健服务等各项措施的统一的政策体系，又要充
分尊重各地方客观实际，允许地方政府依据本地人口结构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
自主调整相关政策，比如生育奖励标准和产假延长时间等。

该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其一，虽然本文已在全面搜集现有公开调查数据后
选择了最接近的问题，但相比直接询问民众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态度，文中使用
的政策认同测量方式并不完美，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对生育政策认同的测量
方式；其二，虽然本文已在模型中尽可能地纳入影响民众生育观念的三组控制
变量，并控制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以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但使用截面数据
仍然无法完美识别因果效应和准确估计反馈效应的绝对值。本研究尽管存在上
述局限性，但是在生育政策迎来方向性调整的当下，及时评估独生子女政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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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维度上的社会效应十分必要。未来研究可以就民众的生育政策态度进行连
续追踪调查，继续深入探究政策调整对个体生育观念的影响，还可以就中国情
境继续探究其他政策领域的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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